
江蘇邗江胡場五號
漢墓木牘的再認識

田　天

　　１９８０年４月，江蘇揚州市邗江縣西湖公社胡場大隊一帶發掘出西漢中期木槨墓

一座，編號爲胡場五號漢墓（Ｍ５）。Ｍ５出土器物比較豐富，其中有木牘十三件，可識

讀者五件（四種），簡報分别定名爲“神靈名位牘”、“日記牘”、“文告牘”（兩件）和“喪祭

物品牘”。〔１〕這批木牘發表後，學界即展開了討論。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文告牘”，學

者對其釋文内容、性質等看法各異，特别是對“文告牘”是否學界習稱的“告地策”，持

有不同的意見。

胡場五號漢墓的五件木牘，形式與内容都較爲特别。對“文告牘”做專題研究，固

然十分重要。不過，這四種文書相互之間有一定關聯。將其作爲一個整體看待，或有

助於更深入地認識其性質。要討論“文告牘”是否“告地策”，也需要對現有“告地策”

類文書之定義與内容進行梳理。本文擬考察胡場五號漢墓出土的四種木牘，討論其

釋文内容與性質。此外，本文還擬對學界習稱“告地策”的一類文書做簡單考察，藉此

理解胡場五號墓“文告牘”的性質。

一、木牘釋文及内容

首先依簡報順序將木牘釋文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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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初稿於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的“‘簡牘與

早期中國’學術研討會”發表，文字釋讀與文章内容都曾得復旦大學徐沖、郭永秉、程少軒諸先生指正，

在此謹致謝意。唯本文的一切錯誤，仍由作者本人負責。

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第１２—２０頁。



１．神靈名位牘

① ② ③ ④ ⑤

江君　倉天

上蒲神君　天公

高郵君大王

滿（？）君

廬相氾君

中外王父母

神魂

大翁

趙長夫所擣（禱）

淮河

堬君

石里神杜（社）

城陽莑君

石里＝主

宫春姬石之君擣（禱）

右王

吴王

氾揚神王

大后垂

③④夾行宫中菜（？）氾

□□神社（？）

當路君

荆主

奚丘君

水（？）上

宫君王

□杜（社）

宫司□（空）

杜（社）

□邑

塞

　　這件“神靈名位牘”形式特殊，内容也頗難理解。全牘自上而下分爲五欄，其中第

三、四欄之間另有兩個神名，字體稍小。〔１〕這些神名大部分比較陌生，原牘編排的標

準尚不明確。僅從名稱判斷，這些神祇大致可分三類，一類是山川神，如江君、淮河

等；一類是地方神，如所謂石里神社、石里里主和社神等；一類與人物有關，如大翁、中

外王父母、吴王等。多數神名不見於傳世文獻，僅能就目前所知做一些推測：

山川神：江君、淮河等顯指江水、淮水之神。此牘第一欄第一神便爲“江君”，江水距

廣陵國國都最近，自來是重要的祭祀對象。江水、淮水秦代已是國家祭祀，不過秦時江

水祠蜀，漢宣帝時才明確移祀江都（今江蘇省江都縣西南）。淮水早期祭祀地點不詳，宣

帝時祀於平氏（今河南桐柏平氏鎮）。〔２〕漢初分封郡國後，淮水祭祀應爲故吴國和其後

廣陵國的國内祭祀。〔３〕奚丘君有可能是當地山神，廬相氾君應也屬於山川神。

本地神祇：第⑤欄“□邑”，原釋文僅釋出“邑”字，但仔細辨認照片，“邑”上應還有

一字，或是具體邑名。牘中還出現了石里神社、□□神社、□社、社幾個顯爲社神的名

稱，或屬當地土地神一類。〔４〕荆主可能也是這一類神祇。高郵君大王及石里里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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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胡場五號漢墓木牘釋文基本引自《江蘇連雲港·揚州新出土簡牘選》（下文簡稱《簡牘選》），並微

有調整，凡涉及文義理解的調整，皆隨文説明。原牘字迹已較爲模糊，有些《簡牘選》已經釋出，但本文難

以確定的字，在該字後加括弧及問號注明。原牘照片及釋文參連雲港市博物館、揚州博物館等編：《江蘇

連雲港·揚州新出土簡牘選》第１７７頁、１８２—１９０頁，每日新聞社、（財）每日書道會２００７年。

《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神爵元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河於臨晉，江於江

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漢書》第１２４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

宣帝神爵元年（前６１）爲五嶽四瀆設常祀後，江水、淮水才成爲穩定的國家祭祀，此前西漢的江水、淮水尚

屬地方郡國之祭。參拙文《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６５頁。

關於秦漢時期簡帛文獻中的“社”，可參楊華：《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天津師範大學學報》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２１—２８頁。



以墓主人王奉世籍貫地或鄰近地名命名。不過，這兩個神祇是否是類於後世土地神

的地方保護神，目前尚難下定論。石里是王奉世居住的地方，高郵距廣陵尚有一定距

離，如果“高郵君大王”是地方神，廣陵未必屬其轄地。此外，牘中還同時出現了“石里

神社”和“石里里主”，同爲石里當地的神祇。鑒於社神的身份較爲清楚，屬地方神（土

地神）一類，“石里里主”的功能應與其有所區别。高郵君大王、石里里主等神祇，很可

能是如“土主”、“地下丞”一類掌管地下世界的官吏。

人物類：神靈名位牘中還出現了一些明顯是人物的神名。如中外王父母、大翁、

吴王、大后垂等。廣陵國舊屬西漢初年之吴國，其地幾經分合，武帝元狩六年從廣陵

郡地分出廣陵國，〔１〕這可能是“吴王”一名進入此牘的原因。“中外王父母”，木牘照

片中前兩字比較模糊，“中外”二字也不太容易理解。細辨字形，簡報的釋讀仍有一定

可能性，在提出更好的解釋前，似不能輕易否定。〔２〕１９７４年江蘇盱眙東陽發掘了一

組西漢末期的墓葬，其中 Ｍ７出土墨書木札一枚，簡報釋文爲：

王父母笵王父母當以此錢自塞禱

園山高陵里吴王會稽鹽官諸鬼神

亦使至禱 〔３〕

木札的具體内容暫無法詳論。值得注意的是，札中也出現了“王父母”和“吴王”字

樣。東陽在今江蘇盱眙東７０華里處，即西漢盱眙縣之西南。與廣陵相同，此地在西

漢早期也屬吴國轄地。雖然很難確定札中“吴王”的身份，但既與高陵里、會稽、鹽

官等地名並列，其身份爲當地地方神祇，應大致無誤。東陽漢墓簡報認爲“王父

母”即大父母，木札是敬獻大父母與鬼神的祈禱辭令。但札中“王父母”與“笵王父

母”並非與吴王、會稽等神祇並列，不是敬獻對象，或爲一般祖先神。“神靈名位

牘”中所謂“中外王父母”所指與東陽漢墓的“笵王父母”是否相同，還需要進一步

證據。

塞：此牘最末一字“塞”，前人多已指出即指塞禱，爲向神靈祈願得償後，再行還願

的一種祈禱。秦漢文獻多見其例，如《漢書·郊祀志》：“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秋

涸凍；冬塞禱祠。”《漢書·郊祀志》顔注曰：“塞，謂報其所祈也。”〔４〕至於牘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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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第３８—３９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劉樂賢曾指出孔家坡漢簡中“西王母”被寫作“西大母”。參劉樂賢：《釋孔家坡漢簡〈日書〉中的幾個古

史傳説人物》，《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５—１１１頁。此處的“王父母”應也指“大父母”。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５期，第４１５頁，木札圖片見圖版伍。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１２０６、１２０７頁。



“塞”字的原因，黄盛璋認爲此牘記載的是墓主人王奉世在獄中禱祀的神靈名位，王奉

世向諸神許願日後報答。〔１〕不過，此牘由王奉世親自寫作的可能性恐怕相當有限。

在《史記》、《漢書》的記載中，塞禱是常規禱祠，往往每年都要進行。出土文獻中

也有塞禱的實例。周家臺“祠先農”簡中有“恒以臘日塞禱如故”的説法，〔２〕此處塞禱

同樣是作爲慣例，在每年的固定時間舉行。秦駰禱病玉版中也記載了一次塞禱，玉版

甲背面銘文曰：“大山又（有）賜，八月，已吾復（腹）心■（以）下……能自復如故。請

□□用牛羲（犧）貳……壹璧先之；而復（覆）華大山之陰陽。”〔３〕即秦駰第一次向華山

祈禱後病情有所好轉，因而以犧牲和玉璧塞禱，同時進行第二次祭祀。在這一事例

中，塞禱爲單次進行、没有連續性的活動。

出土文獻中與胡場木牘最爲相類的，是前引東陽漢墓木札所云“以此錢自塞禱”。

簡報記録，木札附近同出八十二枚散亂的五銖錢，並“推測原來此木札與五銖錢是捆

縛在一起的”。〔４〕這一推測可以成立。東陽木札的叙述中既然提及“自塞禱”，則塞

禱不由生者主持。那麽，塞禱所還報的前次祈禱或祭祀，應是在死者下葬時或下葬前

進行的。就胡場木牘而言，有可能的情況是，對牘中所載神祇的首次祭祀，是爲死者

下葬專門進行的，其目的是佑護死者順利到達冥土。牘中所記之“塞”禱，則由安全到

達的死者自行完成，屬無連續性的單次祭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胡場五號漢墓發現的幾塊木牘中，唯有“神靈名位牘”置於

棺室之内。〔５〕東陽木札的位置也正出在墓７西棺内死者頭部。〔６〕這兩件帶有神

靈名號的木牘放置的位置，應不是偶然爲之。在死者下葬前祭祀這些神明，或許是爲

了引導死者的魂魄，令其不致迷失，這可能也是牘中帶有本地地名的神祇多次出現的

原因。

２．日記牘

正　（１）十一月二日道堂邑人□

（２）十日辛酉 漆 廣 ■［遠］道（？）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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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邗江胡場漢墓所謂“文告牘”與告地策迷再揭》（下文簡稱《再揭》），《文博》１９９６年第５期，第

５６頁。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第１３２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

釋文從李家浩：《秦駰玉版銘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二）》第１００—１０１頁，北京

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江蘇盱眙東陽漢墓》第４１７頁。

《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第１７頁。

《江蘇盱眙東陽漢墓》第４１７頁。



（３）十六日丁卯 陳 忠 ■［遠］（？）道高密來

（４）十七日戊辰陳忠去敦［淳］于兄狗□也□

（５）廿八日己卯中大夫猇馬行

（６）【卅日辛巳王 免 青】

（７）十二月十三日甲午徐延（？）年行陳忠取狗來

（８）十五日中大夫尤父主■（得）

（９）十六日王免青［菁］矛［茅］除吏行

（１０）廿日辛丑徐延（？）年來

（１１）廿三日文郎（？）得

（１２）廿五日丙午趙子賓道堂邑來

背　戊□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甲

這件所謂“日記牘”正面是以日期爲綱目的分行記事，背面記録了六個干支。簡

報判斷其爲私人記録，推斷是王奉世入獄後，對前往探望（營救）他的人的記録；〔１〕王

冰則認爲這是王奉世記録廣陵王宫内較重要事務的職務行爲，他本人或是王宫内掌

書記職務的吏員。〔２〕這塊木牘字迹比較模糊，且無放大圖版，很多字已難以辨認。

我們雖然對個别字的釋讀仍有疑問，但暫時只能依從《簡牘選》釋文。“日記牘”所載

是宣帝本始二年（前７２年）十一、十二月事。“文告牘”簽發的日期是廣陵厲王四十七

年十二月，簡報認爲這是王奉世的死亡日期，牘末的“四十八年”是下葬日期，這一判

斷可信。因此，“日記牘”的内容是王奉世死亡一年以前的記録。

對此牘所記内容，目前尚無法作出圓滿解釋。不過，從其中記録的人員往來之頻

繁程度，以及“王免青矛”、“除吏行”等記載來看，似非私人性質的記事。説這是王奉

世在獄中對探望他的人員所作的記録，也缺乏證據。這有可能是一份不完整的工作

記録，〔３〕形式則類於學者所稱的“葉書（牒書）”。〔４〕理論上説，這應是一組文件中

的一頁。作爲工作記録，簡報將之稱爲“日記牘”寬泛地説並無不可，但應對其内容與

性質有更爲明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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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第２０頁。

王冰：《揚州胡場漢墓隨葬品所反映的幾個問題》，《東南文化》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３５—４１頁。

這一點王冰已經指出，參《揚州胡場漢墓隨葬品所反映的幾個問題》第４０頁。王冰還認爲這是臨近年

末，高密哀王劉宏爲父親送來的宗廟祭祀物品。對這一推論，本文還有所保留。

葉書即牒書。一塊木牘可視爲一頁，單獨書寫，可編起來，也可不編。牒書是用零散的簡牘編連起來的

書，主要屬於文書類。參李零：《視日、日書和葉書———三種簡帛文獻的區别和定名》，《文物》２００８年第

１２期，第７７—７８頁。



與神靈名位牘、文告牘和喪祭物品牘不同，這份記録無關地下世界，而是墓主人

生前使用的文件。不過這份文件並不完整，它被選取，並與其他寫給地下世界的文書

一同被置於墓中的原因，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

３．文告牘

牘一（１）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廣陵宫司空長□丞眦敢告

（２）土主廣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獄事事已復故郡鄉

牘二（１）里遣自致移栺（詣）穴卌八年獄計辟書從事如律

（２）令

首先對釋文略作解釋：

廣陵宫司空長的名字簡報釋“前”，《再揭》釋“能”，學者多從簡報。釋“能”顯與字

形不符，細究字形，此字右部也與“前”稍異，如何隸定仍有斟酌的餘地。丞的名字簡

報未釋，《再揭》釋爲“能”，《簡牘選》釋爲“眦”，據原牘圖片，仍以釋“眦”爲佳。

第三行中之 簡報釋爲“栺（詣）穴”。 與秦漢簡牘中的“穴”字差異頗

大。而且，“自移詣穴”這一釋讀，顯以“穴”爲墓穴之義，即“自己携帶文書前往墓穴”。

一來“穴”字的這種用法少見於先秦秦漢文獻，二來墓主人王奉世是要去往地下世界

而非墓穴本身，“穴”字在涵義上也不甚順暢。《再揭》釋爲“地”，句義上更爲合適，但

此字左半恐非“土”旁，字形上尚有距離。〔１〕我們暫從簡報釋爲“栺（詣）穴”，但其具

體涵義，恐只能暫時付闕，容證據更爲充分時再釋。“辟書”，簡報釋爲“承書”，《再揭》

改釋爲“辟書”，是正確的。〔２〕

在疏通文義之前，還有幾個關鍵詞彙需要解釋。第一行的核心詞爲“宫司空長”，

這一名稱的具體所指，學者聚訟紛紜。要言之，有以下幾種觀點。一、認爲這是虚造

的廣陵國郡國宫内監獄官吏。持這一看法者以黄盛璋爲代表，〔３〕他還認爲兩個官員

的名字也是虚造，並非真名。二、認爲宫司空本身是一個機構，“宫”是泛指，司空負責

宫室與官署的營建。王奉世的獄事與“廣陵宫司空”有關。〔４〕三、認爲所謂廣陵宫

司空是“人間實有的官名”，但文告中的“廣陵宫司空”是陰間官吏。這一文告是由廣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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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陳侃理以爲“栺穴”二字應釋爲“柏丘”，即放馬灘秦簡《丹》篇中出現過的“柏丘”，爲人死後前往之處。

參陳侃理：《放馬灘秦簡〈丹〉篇劄記》，簡帛網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ｍ．ｏｒｇ．ｃｎ／ｓｈｏ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１７４０）。不過，放馬灘之“柏丘”，恐非特指的地名，而是泛指“生有柏樹之丘陵”，此説似

仍需斟酌。

《邗江胡場漢墓所謂“文告牘”與告地策迷再揭》第５４—５６頁。

同上注，第５４頁。

梁勇：《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木牘、銅印及相關問題再考》，《東南文化》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５５—５９頁。



陵宫的宫司空移發給廣陵宫地下土主的文書，證明王奉世獄事已了，可以放行。〔１〕

四、認爲這件文告是“廣陵宫地下土主宫司空、丞移書廣陵石里地下土主，知告王奉世

殁亡、其陽間獄事已結”。〔２〕學者討論的重點在於“宫司空長、丞”的身份。這關係到

這份文書由何人簽發、性質爲何等關鍵問題。

在“神靈名位牘”第④欄中，有“宫司空”一神，一些學者由此認爲這與“文告牘”中

的“宫司空”爲一事。如是，這份文書就是神靈（或曰地下官吏）之間的往來公文。换

言之，即是由陽世代理人代替神祇寫下了這份文書。這份“文告牘”是否學界習稱的

“告地策”，且留待下文探討。不過，認爲這是隨葬移告地下世界的文書，應無疑議。

從其他性質較爲相似的文書來看，似未見神祇間相互移告的情況出現。如馬王堆三

號墓遣册云“家丞奮移主藏郎中”；〔３〕荆州謝家橋文告牘二云“江陵丞移遞地下

丞”；〔４〕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漢墓竹牘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５〕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

木牘丙曰“新安大女燕自言”云云，〔６〕皆是自陽世發出文書，移告地下。從情理上推

斷，凡人以神祇名義撰寫文告移交其他神靈，也頗爲費解。在這份文書中，“宫司空

長、丞”的身份應是陽世官吏。

秦漢封泥中多見“宫司空印”、“宫司空丞”印，〔７〕説明“宫司空”是秦漢實際存在

的官職，但其具體執掌尚不能確定。有學者以爲宫司空隸屬將作大匠，負責宫室的營

建。〔８〕不過，這封文書的核心内容是證明王奉世牢獄之事“事已”，後文也明確提及

“獄計辟書從事如律令”，説明廣陵宫司空長、丞應與監獄及刑徒管理相關。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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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劉昭瑞：《記兩件出土的刑獄木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４０—４４３頁。

魯西奇：《漢代買地券的實質、淵源與意義》，《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６３頁。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７期，

第３９—４８頁。除本文重點討論的胡場五號漢墓木牘外，其他簡牘引文皆引自簡報及考古報告。如無

對文字進行特别討論的需要，一律使用寬式釋文。爲行文簡潔，簡牘釋文僅在第一次引用時注明出處，

下文不贅。

荆州博物館：《湖北荆州謝家橋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２６—４２頁，釋文引自第

４１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考古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第４５５—５１３頁，釋

文引自第４９９頁。

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８期，第１２—２５頁，釋文引

自第１９頁。又見湖北省荆州博物館：《荆州高臺秦漢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報告之一》第２２２

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相關材料可見孫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周曉陸、路東之、龐睿：《秦代封泥的重

大發現———夢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３５—４９頁。梁勇對相關材料

有所搜集，此不贅引，參梁勇：《試論“大將宫司空”》，《徐州師範大學學報》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６９—

７３頁。

《試論“大將宫司空”》第７２頁。



“敢告土主”。僅從名稱看，“土主”或是地下諸神中的地位較高者。馬王堆三號

墓的移告對象爲“主藏郎中”，荆州謝家橋竹牘作“移告地下丞”，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漢

墓也稱“敢告地下丞”，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木牘丙曰“敬移安都丞”，江陵毛家園木牘

作“敢告地下主”，〔１〕孔家坡木牘作“移地下丞”云云。〔２〕其中出現次數較多的名稱

是“地下丞”（“安都丞”之名，構成與“地下丞”相仿 〔３〕），這一名稱似乎是爲了與地上

發送文告的丞相對應而虚構的。所謂“地下主”、“土主”的稱呼也都比較隨意，很難看

出當時人對地下神祇世界有清晰的構擬。〔４〕毋寧説當時人寧肯相信地下世界不過

是人間的延續，其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並無顯著不同。

綜上，“文告牘”全文可標點爲：“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廣陵宫司空長□丞眦

敢告土主：廣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獄事，事已，復故郡鄉里。遣自致移栺（詣）穴。卌

八年獄計辟書從事如律令。”大意爲：廣陵宫司空長、丞向地下官吏簽發文告，證明廣

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曾因事入獄，現在事已了結（所謂“事已”可能指王已死亡）。現由

廣陵宫司空長遣發王奉世自帶文移，交付地下官吏。希望相關官吏看到這份文書後

依此辦理有關事務。

４．喪祭物品牘

所謂“喪祭物品牘”僅右下角隸書六字：

傷人各隋其實

“傷”，簡報破讀爲“喪”，作喪祭解；簡報還認爲“隋”音犱狌ò，作祭品解。雖然“隋”確實

有剩餘祭品這一内涵，但這一解釋放入此句則不易理解。此牘上並未出現任何物品

的名稱，簡報之所以將之定名爲“喪祭物品牘”，是認爲此牘中的“傷人各隋其實”指的

是同出的木簽、木觚上所載的内容。墓中共出土木簽六件，上書“集臺肉笥”、“金錢

笥”、“鮑筍笥”等字樣，木觚七件，上書“粱米橐”、“酒米橐”等字樣。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揚

州儀徵胥浦１０１號西漢墓出土了一組木牘，其中一塊被稱爲“賻贈木方”，上爲親友賻

贈金錢的記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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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楊定愛：《江陵縣毛家園１號西漢墓》，《中國考古學年鑒１９８７》第２０４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毛家園

木牘的釋文，學者看法不同。爲討論方便，本文姑采用《中國考古學年鑒１９８７》中的寬式釋文。

湖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第１９７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安都”指冥府，參劉國勝：《高臺漢牘“安都”别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第４４４—４４８頁。

俞偉超認爲，馬王堆三號漢墓木牘中的“主藏郎中”與“主藏君”爲（當時人）假設主管死者的地下兩級官

吏，其中“主藏君”指最高官吏，他還認爲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的“地下主”就是“主藏君”。（參《關於鳳

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座談紀要》，《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９期，第１３頁）或可備一説。不過，總的來説，從現有材

料中，仍然很難清晰地勾勒出當時人心中地下世界的形態。



公文取子方錢五千於廣陵

又■十二枚，直錢萬四千四百於江都

又取千六百於江都 〔１〕

尹灣漢墓木牘中也有相類文書，《簡報》定名爲“賻贈名簿”。〔２〕“喪祭物品牘”也許與

這兩件木牘所載情況相似，“各隋其實”可直接讀爲“各隨其實”。

二、胡場木牘與“告地策”

胡場五號漢墓的五塊木牘中，學者争議最多的是“文告牘”的性質及其是否“告地

策”。嘗試理解胡場漢墓“文告牘”的性質，首先需要對“告地策”的定名與性質重新做

一檢討。

“告地策”之名，最早由黄盛璋提出。〔３〕他所定義的“告地策”是一種模擬真實文

移的“告地下的文移”，爲了與遣册區别，故定名爲“告地策”。〔４〕後來他又提出，告地

策的基本作用是使死者至地下登報户籍。〔５〕“告地策”這一專名提出後，被國内學術

界接受和沿用，學者的探討多在此基礎上進行。日本學者大庭脩則稱這類文獻爲“前

往冥府的通行證”，認爲其文體形式是漢代發給國内旅行者的身份證明書，即棨、傳類

文體。〔６〕以上學者對現稱“告地策”類文書的判斷，基本無誤。不過，對“告地策”的

性質與確切定義，似乎還缺乏充分討論。〔７〕下文嘗試從學界公認爲“告地策”的幾件

文書入手，歸納其内容構成與叙述格式。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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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揚州博物館：《揚州儀徵胥浦１０１號西漢墓》，《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第１２頁。

連雲港市博物館：《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８期，第２３頁。

黄盛璋：《關於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漢墓的幾個問題》，《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１期，第４３—５０頁。

《關於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漢墓的幾個問題》第４６頁。

《邗江胡場漢墓所謂“文告牘”與告地策迷再揭》第５７頁。

［日］大庭脩：《前往冥府的通行證》，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第２４７—２４８頁，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對於告地策形式與内容較爲系統的討論，目前僅陳松長：《告地策的行文格式與相關問題》，《湖南大學

學報》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５頁。魯西奇：《漢代買地券的實質、淵源及意義》，《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６年

第１期，第４７—６８頁。汪桂海也對告地策資料進行了總結，並對其性質有所涉及。參汪桂海：《漢代簡

牘中的告地策資料》，《簡帛研究（二〇〇六）》第２４２—２４８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傅敏怡也

對告地策的性質與格式有所探討。［德］傅敏怡（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論馬王堆３號漢墓“告地書”》，

《湖南大學學報》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４２—４７頁。關於目前學界對告地策的研究，可參張文瀚：《告地策

研究綜述》，待刊，作者賜閲。



學者早已指出，“告地策”類文書的格式，往往模仿實際使用的官文書。從現在已

知的材料來看，文書的格式並不固定，但内容構成相對穩定。其内容大部分爲證明墓

主人的身份，説明其携帶的財産與奴婢的數量。如荆州謝家橋漢墓告地策云：“以衣

器、葬具及從者子婦，偏下妻奴婢，馬牛物人一牒，牒百九十七枚。”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

漢墓竹牘云：“自言與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軺車二乘、牛車一兩、騶馬四

匹、駠馬二匹、騎馬四匹。”孔家坡告地策曰：“庫嗇夫與奴宜馬、取、宜之、益衆，婢益

夫、末衆，車一乘，馬三匹。”在這類文書中，以江陵毛家園木牘的叙述最爲簡潔明白，

結構也較爲完整，似可作爲範本分析：

十二年八月壬寅朔乙未建卿疇敬告地下主，泗陽關内侯官大夫精死，自

言以家屬臣、馬牛徙，今牒書所與徙者七十三牒移。此家復不事。可令吏受

數以從事。它如律令，敢告主。

毛家園木牘涵蓋了這類文書内容上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１．記録墓主人身份及隨行

人口數目；２．記録墓主人所携牲畜、車馬及其他隨葬品概況；３．聲明墓主人及其全家

免於賦税徭役。毛家園木牘還説明了墓主人與其奴婢使用此文書的目的是遷徙。更

重要的一點是，從其叙述來看，這份文書與書寫隨葬物品的“七十三牒”同屬一件文

移，共同交付“地下主”。這些信息，使我們有可能更爲清晰地理解這類文書。以下試

對這類文書的幾個主要特點分而論之。

一、“受人口”。合法地遷徙人口至地下是告地策相當重要的一個作用，學者早已

注意到這一點。黄盛璋提出，“告地策移文地下，目的就是爲登報户籍”，即“地上削

籍、地下著籍”。〔１〕這一判斷相當敏鋭。遷徙至地下的並非只有墓主人，還包括墓主

人的奴婢。如江陵高臺漢墓的大奴二人、大婢一人；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漢墓的大奴２８

人，大婢１８人；謝家橋漢墓的“從者子婦”等。這些隨行於地的奴婢，大部分指陪葬木

俑。如江陵鳳凰山１６８號漢墓簡報經統計得出，出土的木俑與遣册上記載的人數大

致相合。〔２〕孔家坡“告地書”中所記有姓名的奴婢共六人，“告地書”所出的 Ｍ８中也

確有陪葬木俑六件。〔３〕當然，這種契合也並非絶對，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木牘上記載

“大奴甲、乙，大婢妨”三人，實際出土木俑兩件。〔４〕不過，遣册與實物無法完全相合

的情況並不鮮見，墓葬中的器物也有可因朽壞導致不能辨識。大致可以認爲，墓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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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邗江胡場漢墓所謂“文告牘”與告地策迷再揭》第５７、５８頁。

《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第５０４頁。

《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卷上《隨州孔家坡漢墓發掘報告》第９頁。

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８期，第１６頁。



所携至地下的家奴，皆以木俑的形態出現。這些出現在“告地策”上的奴婢，不但人數

確切，而且不少有自己的名字。〔１〕在當時人看來，這些奴婢與隨葬的車馬器物一樣，

都真實存在，與墓主人同歸地下。從研究者的角度出發，則必須强調，這類文書中的

“人口遷移”同時存在真實與虚擬的成分。

二、“復”、“不算不徭”。這是告地策文書中較常出現的内容，如荆州謝家橋漢墓

曰“復，毋有所與”；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有“家復，不算不徭”；毛家園漢墓木牘曰“家復

不事”等。“復”即免除徭役與賦税負擔，與“不算不徭”意思相仿，前人已有説。〔２〕不

過，“告地策”中頻繁提到墓主人“復”、“復不事”，則未必與其生前生活有關，而是這種

文書的寫作慣例。〔３〕目的是表達對墓主人地下生活永無税賦的期盼，與東漢買地券

用意相仿。〔４〕當然，也可以理解爲，當時人將死亡或曰移居冥土看作一個重新開始

生活的機會，藉此改變身份。

三、陪葬物品、遣册與“告地策”的定名。除墓主人與即將服侍於地下的奴婢之名

外，告地策往往與陪葬物品的清單同出，前引諸牘皆是其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陵

高臺１８號漢墓出木牘四塊。木牘甲上有六字，上部爲“安都”，下端爲“江陵丞印”。

木牘乙曰：“新安大女燕自言與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木牘丙有“大奴甲、大奴

乙、大婢妨。家復不算不徭”等字樣。木牘丁是一份陪葬品目録，上有“壺一雙、髹杯

二雙一奇、盛一雙”等。以簡報的記載，這四塊牘同出於頭厢東南部，出土時四牘基本

叠置，背面可見絲綢捆縛痕迹。〔５〕似可理解爲這四塊牘最初就被捆縛在一起。簡報

認爲牘甲至丁分别爲“路簽”、“報到書”、“告地書”和“賵方”。不過，從内容看，這四塊

牘聯繫緊密、相互補充，它們不應是有不同功能、分别存在的四件文書，而是相互關聯

的一組甚至一件文書，作用是將墓主人、隨行奴婢及隨葬品共同交付地下。江陵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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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除“甲、乙”等顯爲虚擬的名字外，也有妨、益等名字存在。我們懷疑另一種可能性，即告地策上記載的

姓名未必純屬虚構，也有可能是實際生活中侍奉墓主人的奴婢，或由墓主人及其家人購得。即他們的

名籍屬於墓主人或其家庭所有，墓主人同時也“買斷”了他們在地下的身份。無論在墓主人下葬時他們

是否已經死亡，他們在地下的身份已經固定。

裘錫圭：《讀考古發掘所得文字資料筆記（二則）》，《古文字論集》第６３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

賈麗英也持相似觀點，她從墓主人的身份出發進行探討，論證角度與本文有所不同，可參賈麗英：《告

地書中“關内侯寡”“五大夫”身份論考》，《魯東大學學報》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７４頁。也有學者對此有不

同意見，認爲這種證明可能是據實反映。如張俊民：《江陵高臺１８號墓木牘釋文淺析》，《簡帛研究（二

〇〇一）》第２９０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劉國勝：《謝家橋一號漢墓〈告地書〉牘的初步考察》，

《江漢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１頁。

魯西奇認爲，買地券通過向地下鬼神購買葬地，以得到地下鬼神的保佑。參《漢代買地券的實質、淵源

與意義》第６５頁。

《江陵高臺１８號墓發掘簡報》第１９頁。



園木牘、荆州謝家橋一號漢墓木牘和馬王堆三號墓木牘都可作爲旁證。毛家園木牘

云“今牒書所與徙者七十三牒移”；荆州謝家橋漢墓木牘也説“以衣器葬具及從者子

婦……一牒，牒百九十七枚……移告地下丞。”這都説明，記録隨葬人員、牲畜與物品

的“牒”並非有所區别的另一種文件，而正是我們目前所稱的“告地策”的一部分。〔１〕

馬王堆三號墓木牘云：“家丞奮移主藏郎中移，藏物一編，書到先選。”這也説明，馬王

堆三號墓的遣册正是所謂“告地策”的一部分。〔２〕這都使我們注意到“告地策”與遣

册之間的關係，以及二者的作用。

遣册是記録陪葬物品的清單。這一清單或許只對於主持喪事的生者才具有實際

意義，死者已無法閲讀這一清單。告地策的出現至少部分解釋了遣册對死者的意義：

這一清單可由死者傳遞至地下，藉此改變身份、重登名籍，開始全新的生活。當然，目

前出土的所謂“告地策”數量非常有限，很難説是一種普遍現象。但西漢這類文書與

遣册之間的關係已相對比較清楚，目前所稱的所謂“告地策”，事實上應與遣册是一個

整體，甚至是遣册中的核心文件。

綜上，鑒於目前尚未發現西漢之前的類似文書，爲與戰國遣册區别，學界習稱的

“告地策”之名，似無必須改變的需要。不過，對“告地策”應作出明確的定義：“告地

策”類文書，作爲遣册的一部分，由虚擬的陽間官吏簽署、發往冥土，用於遷徙墓主人

及其奴婢財産至地下。其内容包括墓主人身份、隨行人口數目、隨葬品概況及免除徭

役的聲明。所謂“告地策”並非一種完全獨立的、類别特殊的文書，而應與遣册合觀，

或可理解爲遣册不斷發展而産生的衍生物。〔３〕魯西奇曾討論過“告地策”與東漢及

以後買地券之間的關係，認爲前者是後者的前身。〔４〕事實上，告地策與遣册之間的

關係顯然更爲密切，其與買地券的性質與目的都大有不同，很難勾勒出二者之間相互

轉换的明顯痕迹。但是，告地策或買地券，反映的都是當時人心中的，從地上遷徙至

地下世界所需要的手續，可以説它們折射了相似的死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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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勝已經提出，謝家橋一號漢墓木牘３可看作“告地書”正文，其餘兩件可看作是正文的附件。參《謝

家橋一號漢墓〈告地書〉牘的初步考察》第１２１頁。紀安諾（ＥｎｎｏＧｉｅｌｅ）則推斷，告地書最初是作爲隨葬

品清單的封面。轉引自傅敏怡：《論馬王堆３號漢墓“告地書”》第４７頁。我們同意告地書或告地策與

遣册是同一份文件，但告地書出現的原因與性質，還可以繼續考察。

對於馬王堆三號漢墓“主藏郎中”的身份，學者還有不同的看法。如陳松長認爲，“主藏郎中”和“主藏

君”並非地下世界的官吏，而是主持埋藏隨葬器物的郎官和主持葬禮儀式的人。參陳松長：《馬王堆三

號漢墓木牘散論》，《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６期，第６４—７１頁，及《馬王堆三號漢墓紀年木牘性質的再認識》，

《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６２—６４頁。傅敏怡認爲，“主藏君”很有可能指長沙地方王室或長安中央朝廷

派出的“視葬”代表。《論馬王堆３號漢墓“告地書”》第４２—４７頁。

西漢“告地策”與戰國遣册之間的關係，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或可另文討論。

《漢代買地券的實質、淵源與意義》第６４—６５頁。



以上僅對學界習稱“告地策”的一類文書之主要内容做了簡單討論。關於這類文

書，仍有不少問題值得探究，比如其簽發人的身份、作爲一種文書的類别歸屬等。這

些問題暫付日後探討，現在應將視綫轉回胡場五號漢墓木牘。胡場五號漢墓“文告

牘”未與遣册同出，其行文格式與内容也與前文所論的所謂“告地策”有很大不同，這

是學者質疑其性質的最重要的原因。但同時也應注意到的是，首先，這是一份由陽世

官吏移交地下的文件，移交對象是“土主”。因此這至少是發往地下的公文，而不宜被

處理爲一般的刑獄文書。其二、胡場五號漢墓木牘應作爲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如前

所述，胡場五號漢墓中共出土木牘五件，除“日記牘”的内容目前還無法得到完滿解釋

外，其他幾件的性質皆相對清楚。“神靈名位牘”是爲死者祈福引路之用，“文告牘”爲

證明死者身份之用。雖然墓中並未出土遣册，但喪祭物品牘及木簽、木觚上所書物

品，有類於遣册的功能。在判斷“文告牘”的性質時，也應注意到其與同出文書的聯

繫。其三、“文告牘”的核心思想是向“土主”證明王奉世獄事了結。雖然没有直接材

料證明王奉世生前的情況，但似可以理解爲，王奉世的“獄事”並未在死亡前了結。换

言之，“文告牘”是一份證明死者身份，以便其在地下重新開始生活的文件。〔１〕這三

點中，以最後一點最爲重要。

胡場五號漢墓“文告牘”與告地策的寫作目的相近，即由地上官員向地下世界移

發文件，證明死者身份。不過，比起前文所論，與遣册聯繫密切的“告地策”，“文告牘”

在内容與行文上都有很大區别，不宜將二者視爲完全相同的一類文書。至於胡場“文

告牘”的定名，則還有斟酌的餘地。

從本質上講，胡場木牘、告地策、買地券等文書，都是生者爲與地下世界交流而撰

寫。雖然内容、格式有異，但性質與目的卻有近似之處。胡場木牘與“告地策”異中有

同。這也提醒我們注意這一大類文書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不宜簡單地將其歸爲同類

文獻，應對其進行更爲細緻的分類與研究。

三、結　　語

本文對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出土五件木牘的釋文與内容進行了考察。其中

“神靈名位牘”用於引導死者靈魂，爲其地下生活祈福；“日記牘”爲墓主人王奉世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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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龍崗秦墓 Ｍ６木牘的性質或與此相似，此處暫不能詳論。龍崗木牘見劉信芳、梁柱編著：《雲夢龍崗秦

簡》第４５—４７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的工作筆記，屬“牒書”類文獻；“喪祭物品牘”或與記録隨葬品的木簽、木觚等聯繫緊

密。至於最爲重要也是學者争論最多的“文告牘”，屬於由人間發往冥土的文書。本

文認爲“文告牘”可歸爲寬泛意義上的發往地下的文件，但應將其與和遣册關係密切

的“告地策”相區别。

胡場五號漢墓木牘，豐富了我們對早期隨葬文書的認識，也使我們對秦漢死亡觀

的理解稍有進益。雖然“文告牘”與“告地策”類文獻聯繫緊密，常被用來比較研究，本

文仍想特别强調胡場漢墓五件木牘的整體性。墓主人及葬儀主持者對於隨葬文書的

書寫與選取，皆非無意之舉。它們共同説明了，當時人所認爲的、移居地下世界所必

需的“手續”。這也折射出西漢時人對地下世界的想象，以及他們對待死亡的態度。

這類文書雖然是發往地下，宣告死者即將開始新的生活。但似乎死者只希望繼續人

間熟悉的一切，並不期待地下有一個全新的世界。

此外，學界過去將發往地下的文書通稱爲“告地策”，在出現相似的文書時，争論

往往聚焦於文書是否“告地策”。胡場五號漢墓“文告牘”的出現，豐富了我們對這類

文書的認識。同時也提示，目前研究中對“告地策”事實上缺乏清晰的定義，將“告地

策”作爲無需討論的前提，無益於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將這類發往地下的文書看作

一個豐富的整體，對其進行更爲細緻的分類、考察其源流，可能是更有必要的工作。

材料所限，我們對先秦秦漢時人構擬的地下世界與他們的死亡觀都還知之甚少。

胡場漢墓木牘的内容與形式也相對比較特殊，還存在一些未能圓滿解釋的地方，希望

今後能有更爲深入的認識。

（田天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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